受訪人：高敬文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系主任）

訪問人：白婷婷（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生）

時    間：96年11月01日14:30-15:00，17:30-18:20

地    點：香港浸會大學思齊樓主任辦公室

· 請談論一下如何走入中國研究的領域?(求學過程、對中國特殊經驗等)

   CABESTAN: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是在一九七四年高中畢業那年發生很多事    情，一九七二年尼克森到中國訪問，一九七三年法國總統龐畢度也到中國去訪問，同時期中國大陸也開始與西方國家更多外交上的接觸，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家庭裡面，我的父親學得是俄語屬於東方語言，我想學另外一個外語，所以就學更難的中文。當時在法國的情況，有很多知識份子或老師很佩服毛澤東時代，他很受歡迎很紅，他們都受到影響；我高中時有一個經濟學老師特別崇拜中國大陸的人民公社、下鄉運動、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當時很多人都作著這樣的夢，其實並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來源很差，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中國很封閉，同時期西方的人都比較偏向左派，他們對人權的事情都比較不管，對經濟平等、共產主義比較在乎，當時的意識形態、是世界觀跟現在完全不同。研究中國我有個人的興趣，也有專業的目標，我想學法律，因為法律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不想成為律師、法官. 外交官是一個可能的方案，學東方語言，比如：中文就很有用，可以參加考試。另外一個可能，是我想如果研究機構或大學有研究的位置，也是不錯的方向。因此我同时一邊學中文，一邊學法律，畢業後我寫了一個政治學的論文，關於中國的外交政策，在一九八二年結束這篇論文，於是我開始找尋研究機構職位，那時候在CNRS有一個蘇聯專家叫Michel Lesage，他跟我說那裡有個機會，他們覺得研究中文中國法律的人很少，因此我有這個機會進去。

· 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與中國有接觸的經驗令您印像深刻的?

   CABESTAN:我有個姨媽，對中國和日本文化和語言有興趣，她也有中國的朋友，她了解一些東方的世界，其實沒有很多。 會走入中國研究是我個人發展的一個興趣，而且我很快就來東亞地區旅遊跟玩，我是一九七六年夏天七八月時，第一次來到香港跟台灣，作一個訪問；而對於中國華僑的環境，我同時期也到過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那裡有很多華僑，許多商人都是華僑，他們講得中文不一樣，他們大都講閩南話、廣東話、潮洲話，但是他們的商店都是用漢字寫的。

· 初次來到東亞地區的印象或感覺是什麼?

CABESTAN:我是在七四年開始學中文，那時所學中文的讀本都是大陸來的， 都是簡體，學得都是大陸的宣傳，共產黨的宣傳，所以我到這裡，大陸的影響很小，台灣更不用說。當時台灣還有戒嚴甚至反共的一個地區，甚至我第一次到台灣回到法國，有很多同學批評我說：「你去那個反動的地方!為什麼你接受台灣?」因為當時他們都是靠大陸，我覺得反正去台灣有意思，也是一個講中文的社會，有一個機會跟講中文的人溝通而且没有什麼限制性 (跟大陸不一樣)， 他們沒有什麼機會。香港當然也受大陸的影響多一點，跟大陸比較有關，可是大部份還是靠英國，講廣東話，那個時候講國語的人滿少，所以香港比較特別。但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華人社會也有不同的安排，當然文化方面也有不同。

· 著作當中有關於兩岸關係、中國內政及中國的人權等，這些作品文章中有沒有那一篇或那一本書是您學術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或者是您最喜歡的領域&為什麼?

  CABESTAN:我剛開始寫得一些書跟文章有兩種，一種是我的國家博士論文 (1988)，是關於 鄧小平時代的行政制度改革，其實行政制度的改革跟政治體制改革是很接近的，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是很學術性的書，但是我覺的有一個貢獻，＜Les réformes de l’administration chinoise après Mao ＞(1992)，這本書有比較深入的研究關於八十年代，我在山東、湖南、廣西壯族自治區、天津等不同的地區、中心做了一些調查，我採訪了很多幹部，這本書對當時中國的行政、政治體制的分析比較深入，太可惜沒有翻譯成英文，只是翻譯成英文需要美國的出版社，但是他們沒有這個翻譯，因此必須要自己翻譯，但是找不到這個人翻譯，有美國、英國的朋友跟我說太可惜了。

      另外還有一本書＜Le Système politique de la Chine populaire＞(1994)是一本比較完整的Handbook，大概五百頁，這本書我在這裡上課都還是有用，我也有做成power point，我覺得太可惜以後出版社不願意重新出版，他們覺得有興趣的人太少，而且他們自己有錢的問題，很多人覺得可惜因為這本書是個供獻，對於講法文的人，這本書是九四年出版的，所以九零年代的時候他們都用這本，因為很完整的介紹，所還在想重新出版，可能用英文，因為我現在在一個講英文的環境，而且要update十五年，當時書中寫得是十四大，現在已經是十七大，多了三大，還有體制裡面的變化。從九四年我研究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為主，當然同時我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也一直有興趣，所以我跟一些人一起寫文章，有些文章不太好，有些比較好，但是那時候還是有用，我覺得九四年以後我研究最多的是兩岸關係。

      有一本書我很喜歡寫得關於兩岸關係是＜Taiwan - Chine populaire : l'impossible réunification＞(1995)，反應不錯，因為關於兩岸關係沒有法文的書，有一些書很短或者是期刊，但是在這方面有用，因為這個問題是難解決的。我的書是九五年出版，馬上就發生飛彈危機，這本書是個基礎。

然後我研究國防、安全問題也比較多，我因為忙的關係，所以沒有辦法很快就寫這本書＜Chine- Taiwan: la guerre est-elle concevable?＞，討論在台灣海峽戰爭會不會發生，這本書對很多國防的專家覺得滿有用的，因為關於台灣的國防沒有很多相關的書，有意思的地方是台灣是個特別開放的國家，民主化、媒體都很開放自由，可是有一個方面還是很封閉，就是國防方面，我覺得不夠透明不夠開放，因為很多方面他們不願意開放，這不是介入國家機密，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國軍跟社會的關係不夠密切，對台灣的未來不是很好，不管怎麼樣我自己針對這個問題是滿關心的，而法國方面願意與台灣的海軍空軍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我也願意幫忙，我覺得這本書很有用，但是可能大家覺得太專業，以後我寫另外一本書，與魏明德神父，我滿喜歡這本書，因為真的是完全合作，每一個篇章完成後，會給另外一個人檢查，我們答應以後才放進去，我們有很好的合作，我們住得地方不一樣，我住在香港，他住在台北，然後我搬回去法國，所以我們透過E-mail來溝通，才完成這本書，而且很受歡迎，因為這本書是比較綜合性的，介紹兩岸得問題，魏明德神父很積極，他管一份雜誌＜人籟＞，他鼓勵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版，作為雜誌的特刊，當然台灣關於兩岸關係的書太多了，我不知道在台灣的反應怎麼樣，現在很多台灣人都不看書，因為沒有時間。然後我們希望可以用這個翻譯寄給很多大陸的學者，而陸委會也有幫忙用簡體字印刷，然後加上一個序，有很多大陸的學者一看，他們很有興趣，覺得兩個法國人寫兩岸關係的書是很難得的，尤其是歐洲來的人，因為有很多美國學者寫這方面的書和文章；這本書讓我有很多的收獲。

離開法國以前我還寫了一本書，胡锦濤時代中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合平崛起、軟力、外交等，我希望明年可以出版，現在我對於大陸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興趣。

而China Perspective 或Perspectives chinoises裡，有些文章是有關選舉、飛彈危機，我比較喜歡，也比較受歡迎，有一篇關於憲法改革的，我也覺得有用，然後我寫一本小書關於台灣的政治＜Que sais-je ?＞，有點可惜沒有辦法寫更多，九八年寫完，九九年出版，九九年以後有很大的變化，因為陳水扁上台以後變化滿大的，體制也有變化，我可能要從新寫，我要寫得東西太多了。

文章方面，我在香港有寫關於中國大陸的文章，一個是人大方面的，另一個是關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未來，我用「Enlighted Authoritarianism」來稱呼，很多人也喜歡這些文章。

China Perspectives有很大的好處，可以把我們寫得文章，給很多講英文的人看，比如：美國、英國、亞洲...，讀者比較多，所以我覺得這個雜誌很好，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下去。翻譯部份的費用是由法國外交部支持，CEFC是屬於法國外交部旗下，在國外的二十八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機構之一，最早的是在地中海那邊，也有北非、中東、拉丁美洲。亞洲有四個，最早的是日本，然後印度、伊朗、香港，香港是九一年開始，最新有一個很小的研究中心在曼谷，研究東南亞的國家，外交部的供獻是最大的，當然還有CNRS的研究員或大學和教育部之下的一些教授可以去，在當地研究一段時間，比如說我在台北，還是由CNRS發薪水，由原來的機構發薪水，還有一些博士班學生會有獎學金，我們的預算不是很多，但還是可以做不少事，可以跟其它單位合作。

· 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下決定離開法國到香港工作?
CABESTAN：有比較複雜的原因，也有各人原因：因為我太太是台灣人，我們希望 回到亞洲，她在亞洲比較舒服，我們在法國四年，對小朋友受教育方面比較方便；另外一方面，我個人覺得我在法國研究中國有點距離，我在亞洲十年，五年在台灣，五年在香港，我回到法國有點不習慣，有意思的是歐洲已經跟以前不一樣，歐盟變得比較大有二十七國，東歐等很多情形不同了，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歐洲沒有時間管亞洲做什麼，要管自己的問題、美國的問題，當然中國變得很重要，在經濟貿易方面，可是很多人他們了解中國很不深入，我覺得我在這裡工作比較好。還有我覺得法國的研究環境不太好，在亞洲可以有祕書、助理，可以不必事必躬親，但在法國什麼都沒有，這樣的環境下做研究不方便，在亞洲有這些資源和經費，所以我覺得香港是很好的十字路口，韓國、大陸、西方等學者要來都很方便，以前我也擔心香港會不會變遠，會不會大家只去北京或東京，可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其實還有很多人來這裡，我來到這裡兩個月，有很多學者、訪問的人、朋友，所以還是很熱鬧。

再來另外的原因，就是我想改變，我想在我的生涯中有變化，以前我做研究   很多，也有教書，但是我有機會管理政治系，有一些行政的工作，有機會管別人，安排一些事情，我也喜歡，我在CEFC擔任主任期間的經驗就派上用場了，而且在這我也可以教書和學生有比較多的互動也好，在生涯裡頭應該有變化。

· 可以請您談一下在ＣＥＦＣ擔任主任期間，對您本身的研究有什麼樣的幫助或影響？

CABESTAN:在台北我比較有時間作Field Work，因為這個分部比較小，我跟很多的台灣學者聯繫，參加很多研討會去研究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特別是選舉，分析兩岸關係，我跟海基會滿熟的，跟陸委會也很熟，我住在台北真的很方便，當然也是幫助法國及歐洲對研究台灣問題有興趣的人，我離開台灣前跟田弘茂，安排一個研討會，主要是吸引歐洲台灣研究的專家來，這個很有用，因為我們在二零零四年，我們在歐洲成立一個歐洲台灣研究學會，這個系統已經有，慢慢發展。搬到香港以後，當然行政的工作會比較多，要指導很多博士班學生，這是個很好的經驗。我編這個雜誌也是很好的經驗，以前我在台北的時候，我寫很多文章，到了香港以後也要看跟改很多文章，當然有個祕書幫忙，但是還是很忙，安排研討會，安排很多活動，主任是領導得角色，自己決定自己鼓勵一起工作，所以我在CEFC工作，每個禮拜有一些會議，一種是談中心的問題、安排活動的事情，另外一個會議是談跟current issue有關係的問題，對於每個禮拜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大中華地區有什麼樣新的發展，我們討論很多。

· 您在擔任主任期間及之後在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發表過不少文章有評論兩岸關係，想請問您對這份期刊的看法，以及您擔任編輯時對期刊的目標和展望是什麼？以及您覺得這份期刊最有價值的部份何在？

CABESTAN:我搬到香港後，在第一期我有寫一個社論，我希望把文章更多元化，比如說比較多關於法律、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然後要接受比較多外面的作者，特別是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這些跟法國不一定有關係的人，他們寫得文章，另外一件事，我做了一些跟研討會相關的文章，在研討會後我們選一些最好的文章、論文，變成雜誌裡的文章，這個我覺得有用。

這份期刊的特色在於：第一，大部份的作者是從歐洲來的，所以有一個歐洲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跟美國不太一樣。第二，當時還是個雙月刊，今年開始變成一個季刊，雙月刊對於當時議題，如果有新的發展可以反應比較快，比如：有一次在1999年法輪宮的活動，令中共的想要對他們施壓，我們的期刊中立刻有兩篇文章來討論，一篇是魏明德寫得，另外一篇是一位人類學家因為他懂氣功。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特點。

· 不久前我有跟Prof. Béja做過簡單的對談詢問他ＣＥＦＣ的一些問題，它曾提到ＣＥＦＣ其實不算有獨立的學術思想，聽他談論的內容ＣＥＦＣ的起緣在於給予法國中國研究學者一個可以有一個管道來實際與中國有接觸，這樣對於CEFC的描述您，贊同嗎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CABESTAN:我覺得看主任的政策跟路線都會有影響，主任有領導的影響，我看目前的主任Huchet他也很積極，他安排很多活動，他是經濟學家，比如上週他在北京跟一些農業專家舉辦一個研討會，有關中國農業問題，這週有一個研討會是關於法律問題。我覺得氣氛好的話可以做很多，一般來說氣氛都很好，因為大家很高興到香港，當然香港生活比較貴，但是環境很好，很刺激，香港有不少大學，裡面有相當多中國專家，比如中文大學，每個禮拜seminar差不多都有一個人來發表他的論文，那邊很多人來作研究，所以這個環境很好，但是沒有一個特別的思想，如果要說有的話，那應該是強調field work，要在地上，比如有很多博士班學生，他們要到四川、或江西那邊，他們去完回來報告，然後寫東西，因為有調查的時間，也有寫東西的時間，所以他們回來也要寫東西。CEFC是很多學者和碩博士班學生和中國接觸管道之一，但是它不在北京，因此有些學者他們直接去北京，也有很多大學自己跟大陸的大學有聯繫，比如說Science Po 巴黎高等政治學院在北大有一個辦公室，有聯繫和合作，清大也有，譬如：有一個seminar設立在清大，也是一個法國的學者安排的，跟CEFC沒有直接的關係。當然也有很多人自己去做調查不必通過CEFC，不過CEFC始終都是一個meeting place，大家也知道這個雜誌，所以還是很有用的，對外交官他們覺得是一個分析的來源之一。

· 您也擔任過CNRS & ASIA CENTRE的研究員、在巴黎第一大學之下的一個研究所上班，可以請您談下過去這些研究機構對您的學術有什麼樣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您的研究跟CEFC您研究的影響有沒有什麼異同之處?
CABESTAN: 兩年前有一個教授他叫François Godement，他成立Asia Centre，   他   請我參加研究中心的活動 (as associate researcher)，目前在法國是最大的、最多活動的亞洲研究中心，我們都在外面，因為這樣共同的活動、活動使我們都在一起，雖然我不在法國，和他們不那麼密切，但和他們還是有一些聯繫。

CEFC是一完全以對中國有興趣的研究為主，很明顯以social sciences為主，有不同的人，有經濟學家、法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都來參加CEFC的活動，所以是題目多元化的一個機構。

 我回到巴黎以後回到與九四年時相同的比較法研究中心，這裡也不錯，因為我唯一一個中國專家，其他人跟中國比較沒有關係，但是他們有些同事有發展比較法項目，比如說我在那裡談論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研究項目，我寫中國大陸的軍事法院的報告，這個很難，因為很不透明、很封閉，但是因為他們有給予我經費，所以我剛好找到中國一些人可以提供相關的訊息，我覺得滿有意思的。這本書剛好出來有一章是我寫的，我覺得很有用，我回到巴黎以後，我跟CNRS說我希望可以在一個比較法研究所工作，或比較政治研究所，因為里昂有一個東亞研究中心，他們希望我去擔任主任，我覺得那很累，而且我比較想跟我專業有關的人一起工作，就是法律。

· 目前您在浸會大學擔任系主任，請問您對自己學術上的期許在這個新的階段有沒有什麼不同於以往的新目標?或者承接以往的學術目標?

CABESTAN:主要有兩種：一個是關於中國與非洲的關係，因為中國最近跟它們發展得很快，很多人開始關注討論這個問題，中國在非洲接替我們，變成一個新的結構主義，這個是我覺得值得看的。另外一個有興趣的題目是中國與中亞地區、俄國與中亞的關係。因為上課的關係我也有繼續觀察政治制度的變化，所以我希望把＜Le Système politique de la Chine populaire＞重寫，有些資料要update，看看要不要用英文寫，我的角度和一般英文學者角度不太一樣，我特別重視體制與制度因為我的背景是法學，所以我覺得我的書比較清楚，很多讀者會喜歡。用起來很方便，你需要一個消息，可以在書中很快找到，可以了解到政治制度與活動是怎麼樣安排的。當然我也會繼續觀察台灣的情況、兩岸關係，我還是繼續給政府跟歐盟建議，每次有選舉我也會去看看台灣，但是我沒有很多時間研究台灣的問題，我最近有關於安全方面的議題，看看台灣，特别台灣年青人，對於安全方面的問題有什麼樣的看法，關於兵役制度有什麼樣的想法，這一類的問題因為是比較敏感的，台灣目前也比較分裂，我們看看將來會往哪個地方發展，這部分每年有新的變化，看明年誰會當選，也會有很大的影響，我當然有興趣觀察長期台灣，我必須寫得問題還很多，我現在做的field work 比較少，將來可能會去中亞、非洲看看，另一方面，考核中國的作用新的角色和過去的角色有什麼異同。

· 您會希望這麼多關於中國的著作能對政府的政策制定或執行有所影響嗎?

CABESTAN:當然會有這樣的期望，但是我也發現有些方面需要特別小心，因為政府的目標是特別短期的，而前總統席哈克比較偏向大陸，我和他的關係不太好，當時比較麻煩，跟Sarkozy比較好，因為他有舉辦一些會議，他請我參加有一起談論中國的事情，他的看法跟我比較一致，這個人比較實在，他懂共產政權的問題，因為他的家人都是匈牙利來的，共產黨控制匈牙利以後，他們所有的東西都被沒收了。而且目前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那麼高，中國很多貿易方面的活動不是很合法，問題很多，管理的問題也很多，所以影響應該有一點，但是政府很喜歡聽你的話，但是不給你錢，所以何必呢?免費建議政府到一個程度可以，我不是政治家，我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野心或理想，我的工作是研究中國，我最希望是培訓新一代的人，我在這裡可能沒有辦法培訓法國人，但我還是寫書繼續研究，所以還是影響他們，還是有一些博士班學生，而法國現在的社會科學研究有些問題，因為研究的經費不夠，不管是誰當總統，政府自己也破產了，所以在法國自己有一個經費來源的問題，所以有很多優秀的學生，他們不要做研究，比較喜歡做生意，在銀行工作，這個是一個問題，因為我看到亞洲學術界的地位比較好，無論是薪水、工作環境都比較好，台灣、香港、大陸也越來越好，大陸比較有名的大學經費比較多，這是一個挑戰，我們看歐洲將來會怎麼樣發展，可以保持一個好的研究水準，這是不簡單的。

· 您是否望透過您的研就可以對中國有所影響？比如說較早前您寫過關於中國人權的文章。如果有的話您目前覺的最希望中國可以有改進的地方在那裡?

CABESTAN:太多了，我們都希望中國和平演變，因為和平演變和暴力演變好很多，我覺得現在有比以前好的一點是，中國大陸大部分的精英覺悟，他們了解到問題哪裡，很多問題，可能他們會逐步改善一些情況。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環保的問題，應該是他們經濟發展最大的阻礙之一，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衝突是跟環保、污染有關，所以如何去管理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他們的政治制度沒有習慣管理重組，他們先打壓才開始對話，先壓迫大家然後說話，這些地方他們將來要改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農業方面，因為農業生活水準越來越往下，溫家寶有努力改善，他取消一些農業稅，給農村地區比較多幫忙、發展，回復本來的基本教育，免費的基本教育制度，這是很大的問題。當然還有一個目標，他們看得很清楚，是全保問題，醫療保險，目標很遠很遠，但是不是因為有保險就可以住院，因為保險給你百分之三十，自己還是要付百分之七十，所以沒有錢還是不能去看病，很多家庭他們必須借錢才能解決衛生、生病的問題，城市裡面還好，但是鄉村很嚴重，完成這個目標需要很多年。最後是法律現代化，目前因為是一黨執政，沒有獨立的司法部門，沒有可靠的法院，可以作決定給大家保障，中國國內要面對的問題很多，國外對它好像比較容易，和平發展，比較緩和的對外發展關係，他們有辦法管理的比較好，它們最大的挑戰是國內問題，這一方面台灣可以放心一點，它們不會去太遠，不要太極端，就可以放心。
· 研究中國問題這一路走來，是什麼讓您有動力堅持下去，還有什麼是您最值得回味的?

CABESTAN:我想研究中國最有趣的是每天都在改變，變化很快，我是七六年到台灣跟香港，七七年我去大陸，那時候是蔣介石毛澤東剛過世，他們在北京在蓋毛澤東紀念堂，然後我到廣州他們平反鄧小平，走過多少路，而且研究中國也是了解到整個中國的問題，幫助你了解到你自己國家的情況，因為觀察另外一個社會、文化，我覺得這個是有用的，有點像歪打正著，我想收獲滿大的，本來我沒有想到真得變成專家，本來我想做跟法國國內政治比較有關的目標，可是以後我變成一個中國專家，我不後悔，可能這樣比較豐富，為什麼我對外交政策有興趣，因為我想看看別的地區比較多，我不是要一些中國的專家去中國而已，也要去別的地方，我喜歡去別的地方，喜歡去非洲，因為我去非洲看看他們和中國的關係，我順便也看看他們自己的關係，可以看到很多，還有拉丁美洲也是，這是一個管道一個角度，可以面對很多問題，很有意思.我一共已經去了一百多個國家。研究中國國家、文化，最大的問題是一輩子都不夠，要知道一個國家的文化、語言，可能兩三輩子才夠。

